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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之后不久，曾经有过数次欲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的计划，其间还有过不

少与翻译出版有关的传闻。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传闻”是，中国国务院下属民政部(现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推荐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当然，我个人无法判断这

一“传闻”是否属实。不过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所以我

觉得上述“传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本书是区别于论述当代中国的一般读

物，属于历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例如，在对本书内容的理解方面，仅仅依靠通晓日语是远

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而且，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国历史研究

的专著中属于分量最大者之一，仅以页数而论已经超过一般专著的一倍以上。内容较为专

门，除了一般叙述之外，更多的是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坦白地说，我曾经很担心能否

有人胜任如此困难重重的专著翻译工作。  

由于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提议，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被正式提上日程。中文翻译分别由

伍跃教授(大阪经挤法科大学)、杨文信博士(香港大学)、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三人担任。

这三位翻译者不仅具有很好的研究和日语能力，而且他们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都曾经听过我

讲授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在他们之外很难再找到如此合适的翻译者。因此，我立即

同意了范金民教授的建议，翻译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如同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本人开始这项研究是在1979年或1980年初，首次发表有关论文

则是在1982年。那时，无论在哪里都根本无人提到“善会、善堂”。这种情况激发了我研究

这一问题的兴趣，而且我当时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恐怕最

快还要等上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地球实在是太狭小了。直到1988年，我才知道美国的韩

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博士于1987年发表了关于明末同善会的研究论文，而台湾的梁

其姿教授则早在1984年就发表论文，讨论江南地区育婴堂在清代初年诞生的问题。梁其姿教

授原是在香港和法国专攻历史学并从事研究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上述

三人都可以称为在“中国”(中国大陆)以外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据我所知，“中国”

(中国大陆)学者正式开始考察善会、善堂问题的当属陈宝良教授(1996年)。此外，在日本广

岛大学留学的王卫平教授(苏州大学)提交了包括有善会善堂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是在19

97年。在今天的日本，比我年轻的小浜正子教授(鸣门教育大学)和吉泽诚一郎教授(东京大

学)等新一代的研究者们将善堂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进行着深入的研究。

现今的研究状况与根本听不到“善会、善堂”的1980年前后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在本书的“序论”中，我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的中国史学会将善会、善

堂问题作为与哈贝马斯(J．Habarmas)所提出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

ere)等问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本书的“后记”中，我也提到过这一研

究的动机，其一是对中国前近代地方自治萌芽问题的关心，另一个则是对中国早期社会福利

史问题的关心。但是，我最初阅读哈贝马斯所著《公共性的构造转换》(细谷贞雄译，东



京，未来社，1973年)的时候，恰恰是我刚刚开始本研究的前后。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一时间

是由于以下原因。因为告诉我这本书的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野村雅一教授，他于1979年4

月至1982年3月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共同研究班，而我本人正好参加了这一研究班。

在当时只有中国史研究者们聚集的研究会上，根本不会提到哈贝马斯的名字。我被该书中所

论述的“市民的公共性”所吸引，立即感到可以将这一理论和我当时刚刚开始着手的善会、

善堂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在研究中没有将哈贝马斯的观点置于主要的地位。其原因

之一是我对哈贝马斯的观点尚不能全部理解，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

共性”这一模式原产于欧洲，在这一点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

得，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

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  

1989年至1990年，我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获得了赴美研究的机会。当时，我了解到美国的

中国史学界正在进行着可以称为“寻找公共领域”的研究。本书中介绍的玛丽•兰钦(Mary 

B．Rankin)教授、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的著作也正是我在赴美期间阅读的。至今

我还记得，1990年4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AS)的年会上，首次见到来自霍普金

斯大学的罗威廉教授，并在一起讨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情景。那时，罗威

廉教授亲手给我即将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6卷第3期(1990年)上发表的新作—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而且，我当时还了解

到1962年用德文首次出版的哈贝马斯的著作直到1989年才有英译本问世，罗威廉教授就是在

该书英译本出版的刺激之下发表上述论文的。相比之下，哈贝马斯该书日文译本的出版远早

于英译本问世的1973年，这一点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界的特异性。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文不仅

给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们以很大的刺激，也大大地影响到中国的学者们。1992年5月，上海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振常教授将他于1991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召开的

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文亲手给我，该文就是以罗威廉教授的上述论

文为前提论述近代上海的。根据我的印象，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开始讨论“公共领域”问

题，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从本书的日文版问世至今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出现了很多与本书有

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但是我想尚无必要对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修订，除了表达上的个别问

题之外，中文版中做了较大修改的只有第八章的注释（51）(本书页437)。其原因请参见该

条注释及其所引拙稿。此外，中文版还新增了征引书目。  

以下两点是在日文版执笔时如果知道的话必定会写入的内容。  

其一是关于蔡元培所著《清节堂记》。曾经声援过“五四”运动的思想家蔡元培和他所撰写

的《清节堂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曾感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吻合。我甚至怀疑过该文

是否果真是蔡元培所撰，并曾经设想该文写于清末，而且是胸襟恢宏的蔡元培受故乡绍兴府

的熟人所托、不情愿地为嵊县清节堂撰写的。在本书出版之后，我读到了蔡建国教授所著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得知蔡元培撰写《清节堂记》

至少是因为存在着他无法回绝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1岁丧父之后，是慈母历尽千辛万

苦将他抚育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受到了慈母的深刻影响。我在阅读蔡建国教授的著作时，脑

海中几乎完好无缺地重叠着蔡元培和他母亲以及在上百年前构想了贞苦堂(清节堂)的考据学

者汪中和他母亲的身影。倘若我在执笔以前稍微留意一下幼年时期的蔡元培，肯定会在叙述

汪中的贞苦堂构想时提到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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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关于史料的问题。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曾经提到，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和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户科赈济类的史料，与养济院有关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十三年(173

5)。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时我没有考虑到康熙年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料在

编纂《乾隆大清会典》之前可能已经散佚。顾及这一点是因为两年前，我在阅读中朝关系史

史料时得知，负责清朝对外事务的官僚们常常引以为据的档案在乾隆年间已经散失。如果确

实存在着养济院档案散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就会在第一章第二节叙述这一情况，而且倘若

今后发现了有关的档案史料的话，就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增订。  

现在，在中国清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中，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都在积极地展开。今后，在

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上将会更多地利用档案史料。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

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

料的发掘和利用，本书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但是，对于著者来说还有比这更

值得高兴的吗? 

夫马进著  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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